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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近年来，农村治理强化了对制度性的追求，期
望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 实现国家与社会
关系的良性互动。 目前村级治理的制度化建设呈
现出丰富的实践样态， 再造了制度运行的环境与
基础，推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象
山“村民说事”制度就是农村治理改革中的典型经
验，该制度以民主议事为主抓手，以“说、商、办、
评”为核心内容，构筑了村务管理、决策、治理、监
督的全闭环，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共商共信、共建
共享的治村理事新路子。 对该制度形成和维持的
机制进行分析， 可以了解制度化的基本逻辑和运
作机理， 明晰制度运行存在的问题与制度安排的
最优状态，规避制度改革面临的风险，回应民主自
治在基层深入发展的现实关切。
学术界也逐渐意识到这种以民主议事为形式

的治理制度的价值，对其产生了兴趣和讨论。有学
者关注“村民说事”制度的本身，阐述该制度的形
成与发展过程， 如何在多年实践中实现了多向度

的拓展；①也有学者从乡村协商民主的系统化再造
角度去论述该制度的创新价值；②还有部分学者将
其当成个案， 从不同视域去探讨乡村社会的治理
机制创新。 ③学术界对于“村民说事”制度的相关问
题虽然已有一些研究积累， 但对该制度所关联的
改革路径、运行逻辑、制度集成、程序设计、技术运
用等问题还缺乏系统性的研究。 目前已有研究大
多是对“村民说事”制度的描述，或是从合理性及
有效性加以论证该制度的作用， 或是以此为个案
进行某个视角的剖析， 呈现出碎片化和分散化的
研究状态， 无法为实践领域提供一般性的理论供
给。

一、制度运行与演变：
一个三重维度的分析框架

制度这一概念在现代社会科学的视野里就有

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这三种学科意义上的不同
解释，这也被称为制度研究中的“铁三角”④，制度
这一概念可以基本理解为“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
或者更规范一点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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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 ⑤事实上，有很多关于制度
概念的理解只是停留在制度环境的层面， 也就是
将制度理解为一系列与政治、 经济和文化有关的
法律、法规和习俗。这种定义下的“制度环境”往往
被认为是一系列的基础规范（规则），具有相对稳
定性，这显然是从宏观的层面来解读制度的内涵。
就治理制度来说，这是属于更微观层面的概念，可
以基本认定是“制度”（制度环境）给定了“治理制
度”的环境，两者虽然都具有演化发展的起源，但
是它们的衍生结果却是截然不同的， 在这一微观
层面的制度可以被抽象理解为治理机制，⑥也就是
说对“治理制度”的解读可以围绕机制来展开。 从
这个定义来说，制度的性质会决定治理方式，治理
则是制度的实践， 治理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机制实
现公序良俗。因此，分析治理制度也就是在分析治
理的内在逻辑和基本型构， 明确制度形成和运行
的机制。
农村社会秩序（规则）的重构是传统社会向现

代社会转变的基础， 其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建构基
层社会秩序的基础性关系，也就是在“官治”与“民
治”之间确立一种现代权力关系，这样一种权力关
系的重塑不仅涉及了正式结构或非正式结构的创

建形态， 也包括了制度化形式与非制度化的实现
形式。事实上，在传统至当今中国基层社会公共性
关系中，“官治”与“民治”并非是对立的两个系统，
而是一种官民相互依存和互嵌性关系系统。 ⑦目前
的农村治理转型在谋求从“官治”走向“民治”渐进
的增量改革过程中，会经过“官民共治”的发展阶
段，这种治理转型需要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同时更
需要进行综合配套的制度建设。 ⑧通过解读制度的
演变过程来理解某地区的治理结构， 有助于理解
农村社会的基本秩序、 制度的运行方向以及改革
所需要解决的主要命题，这也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中国农村治理制度的变迁可以从三个维度加

以分析， 维度的划分基于分析的层次， 分别为微
观、中观和宏观。 在西方学术界，尽管新制度主义
各流派的侧重点有所差异，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各
流派的观点已经逐渐产生改变， 不同流派的学者
已经意识到彼此之间开展沟通和交流的必要性，
试图解决各自的理论困境， 虽然不可能整合出统
一的制度理论，但是对相关概念的理解、变迁路径
的阐释、原因的剖析逐渐出现了一些共性。单一的

理论只有有限的解释力，综合各流派理论观点，在
微观、 中观和宏观这三重维度上建立一个综合分
析框架，分别从表层、中层、深层去深入分析制度
变迁背后的路径逻辑与方向选择， 才能更全面地
理解治理模式的变迁轨迹。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强
调个人，善于运用微观的技术分析，而历史制度主
义则是一种中层意义上的综合解释， 社会学制度
主义则更擅长于对宏观背景的深入探讨， 如果放
宽这三种分析路径各自的核心假设， 就可以将其
整合成一个综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⑨并且历史制
度主义从其研究的视角、内涵与趋向来说，是一个
中层意义上的综合分析框架， 它能够将其他两个
流派所考察的变量纳入自己的分析视野。 具体来
说，理性选择制度主义遵循“成本—收益”的计算
路径， 可以在微观层面凸显出个体在制度变迁中
的影响与作用； 历史制度主义则强调权力的非对
称性，对于制度变迁的研究着眼于“竞争和博弈”
的冲突路径， 力图从中观层面研究制度变迁与个
人竞争行为间的相互关系； 而对于重点关注 “文
化、 观念与认知” 变迁路径的社会学制度主义而
言 ， 从宏观层面分析制度变迁面临的制约因
素———“环境与文化的相互作用” 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通过对这三种不同分析路径的整合，可以构
成一个联结微观、中观、宏观的新制度主义初步分
析框架， 在三重维度上为制度的演化提供全面的
分析， 挖掘出制度变迁背后的有关规律和内在逻
辑。

二、“村民说事”制度形成演变的
阶段、路径和逻辑

一项制度的成熟和定型需要经历一个长期不

连续的、有意识的过程，解析制度的演变历程有助
于更好地理解该制度的构成、功能与意义，以期找
出规律性的东西用来科学地解决社会治理实践中

的问题。 “村民说事”制度历经了十年的探索实践，
最终形成了以民主议事为主要形式，集科学决策、
合力干事和效果评估于一体的基层民主治理模

式。该制度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样本，已在
宁波全市复制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许多的
创新经验，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一）“村民说事”制度的主要内容
“村民说事” 制度主要围绕农村经济发展、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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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建设、基层组织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社会和谐
稳定等内容展开，该制度来源于基层实践，本质上
是由一系列民主规则和程序组成的， 村民、 村干
部、党员团结合力，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
服务的新型农村治理机制。 这一套制度体系包含
了“村民说事、村务会商、民事村办、村事民评”等
一系列行之有效、务实管用的制度和方法，具体做
法如下：⑩

1. 村民说事。立足农村实际，因地制宜地采取
各种形式来组织、引导和动员村民充分表达意见、
诉求和想法。 主要有以下三种做法：一是集中说。
每月设立 1-2 个固定说事日， 每村设立说事室来
开展集中说事， 并依托村干部坐班制度由坐班干
部统一梳理收集村民意见。 二是上门说。 依托“党
员联户”制度，村级党员干部主动上门听取群众诉
求。 三是现场说。 根据群众需求，党员干部随时赶
赴田头地角、村庄庭院、新区园区、街道商店及纠
纷现场等一线进行说事议事。

2. 村务会商。针对村民提出的事项，召开由村
四套班子成员、 说事村民和村民代表参加的村务
联席会议或议事会， 同时邀请涉及相关工作的乡
镇科室和站所， 共同商讨。 具体涉及以下四种做
法：一是民情会议。对一些简单的问题当场进行答
复解释，对一些复杂的村民诉求，由村四套班子共
同商议解决方案。二是决策会商。对农村小微权力
清单的日常管理类事项， 由村四套班子集体讨论
决策；对重大决策类事项，经村四套班子讨论后，
再按“五议两公开”程序会商决定。三是财务会签。
通报资金使用情况，明确每笔收支日期、来源和用
途等，由村四套班子进行联合审签。

3. 民事村办。 依托县、乡镇（街道）、村三级为
民办事综合服务平台， 以专兼职民事代办员队伍
为主体， 及时回应民主诉求， 办理群众的 “烦心
事”。 一是全程代办。 对农村小微权力清单上的便
民服务类事项及群众生活琐事、日常家事等，由民
事代办员全程代办。 二是领衔包办。 村级矛盾纠
纷、应急事件和涉及村庄发展的重点民事诉求，由
村干部或联系党员包办。三是组团联办。村级难以
处理或处理不了的重大民事诉求，由乡镇（街道）
村干部组团联办， 必要时由联片领导或县级有关
部门联动办理。

4. 村事民评。 挑选威望高、素质好、有公心的

乡贤人士组建村级“民间评价团”，对村干部进行
民主评议，对重点工作实行效果评估，对存在问题
督促整改。主要涉及以下评价流程：一是常态式评
价。对村内各类办结事项，可由联村干部、“民间评
价团”或村民等提出，按照“一事一评”或“多事一
评”方式开展评价。 二是主题式评价。 围绕村内重
大事项、重点工程、中心工作、舆论焦点等，选择 1
至 2个专项工作开展评价，每年不少于 1次。三是
综合式评价。年底结合“双述双评”活动，对全年度
各项工作开展综合性评价。

（二）“村民说事”制度形成演变的历程与路径
在一个开放、民主的治理体系中，做深入的制

度分析除了要试图理解制度的规则外， 还需要研
究制度的运行路径（变迁路径）及其特征，以便后
续为理解和分析影响“村民说事”制度形成与维系
的机制打下基础。

“村民说事” 制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是制度的初步探索阶段（2009—2010年）。 该制
度最初是基层工作中一个创造性实践，早在 2009
年 4月，面对由征地补偿、集中安置等重点项目造
成的信访矛盾问题， 西周镇率先在部分试点农村
开展由镇村干部牵头的“村民说事会”，搭建了一
个村民与村干部的沟通协商机制， 解决了许多矛
盾纠纷。小小的说事会显现出巨大威力，西周镇党
委随后就在全镇进行推广， 当年全镇信访量下降
53%，信访案件同比下降 21%，取得了较好的实践
成果。 2010年 3月，象山县委系统总结了西周镇、
茅洋、泗洲头、定塘等地的经验，将“说事会”的相
关做法总结凝练，正式命名为“村民说事”制度，并
在全县 490 个村全面推广。 二是制度的系统化再
造阶段（2010—2014年）。 早期单纯地解决信访问
题的“村民说事会”发展遇到瓶颈，产生运行不够
规范、民主决策不够到位、干群关系紧张等诸多问
题。 2014 年象山县吸取多个地区的经验教训，及
时总结和提升，打造了村务管理、决策、治理和监
督的全闭环，将“村民说事”逐步发展成以“说”为
基础，“说、议、办、评”四个环节并重的一套集民意
收集、回应、落实、反馈为一体的基层民主治理制
度， 极大提升了基层治理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水平。此时，象山的经验和做法已得到国家层面的
高度重视，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车俊予以肯定批示
并来象山进行专题调研，中央农办、中央深改办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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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村民说事”制度的 2.0版本

专题刊发了象山经验。 三是制度的集成化创新阶
段（2014年至今）。 该阶段制度的转型注重系统集
成， 力图把实践过程中涌现出的各项创新举措系
统整合，形成集“说议办评”四个环节，融自治法治
德治于一体，组织发动群众制度化参与村级事务管
理、决策和监督的村级治理制度体系。 2017年起，
“村民说事”制度在宁波全市乡村得到全面推广，
同年根据“打造村民说事 2.0 版”要求，按照“党建
引领、三治结合”方向，逐步丰富“村民说事”制度
的内核，催生出三治融合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制，
促进村、镇、县三级资源联动，推进“一中心四平
台”、小微权力清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新
乡贤参事等改革举措与“村民说事”有机融合，以
期成长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见图 1）。

“村民说事”制度的演化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连
续性的过程， 从单纯为了化解农村矛盾的分散式
探索，逐步发展成一套“集民意疏导、科学决策、合
力干事和效果评估为一体”的治理体系。制度的变
迁先是进行创造性的生成， 随后过渡到系统化的
改造，最后升华到集成化的创新，整个制度运行呈
现出系统化、法治化、智能化、动态性、联系性和整
体性的特征。

（三）制度演变的逻辑
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各个流派对于制度变迁的

分析各有侧重点，研究的视角与思路不尽相同，因

此可以考虑构建一个综合理论分析框架来进行全

面的分析，增强理论解释力。据此，可以从微观、中
观和宏观的角度出发，提出以下 5 个理论假设，挖
掘出其变迁背后的表层、 中层及深层的思维与逻
辑。
第一，宏观层面。
形势与政策的变化是变迁的关键性因素。 历

史制度主义者主要考察旧制度、 行动者和环境三
个变量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制度断裂的关键时期，
制度的变迁将成为可能，正如上节所述，环境的变
化如重大事件的发生，也会打破原有制度的均衡，
促成新制度的产生。 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会限定
改革路径的选择范围，进而影响制度的变迁，这一
因素造成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村民说事“发展的
中后期。近年来，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
变化，农村面临着老龄化、空心化、贫富差距、人口
流失、农业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脆弱等威胁，发展
仍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 零敲碎打的改革显然难
以化解目前的系统性矛盾， 灵光一闪的创新不可
能解决全局性问题，国家正在不断通过政策改革，
力图让各种治理机制发挥作用， 以此来保障农民
的基本生活，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例如“八八战
略”、“乡村振兴战略”、“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推进。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的政策氛围和形势， 全面提
升治理效能， 拥有行政管理权和大量资源的政府

深化“村民说事”，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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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动牵头进行制度改革， 强化系统性思维和集
成化改革，以期发挥出制度优势，持续增强发展的
动力活力。
文化认同的合法性是变迁的决定性因素。 社

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不仅仅只是正式的组织规

范、决策与规则，当文化、认知、价值与观念成为具
有规范个人行为力量的社会普遍共识时也应被归

为制度的范畴，輥輯訛因此，在解释制度变迁时，这一理
论流派给出的是一种文化路径的解释。 即使在利
益驱动下， 某一制度实现了某种结构化的制度形
式， 但其价值或者意义无法为所有社会群体所认
可，这样的变革依然是不完全的。 因此，文化—认
知因素奠定了制度的合法性基础， 这才是制度变
迁成功并持续发挥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这一因素
在“村民说事”制度中具体起了以下作用：
其一，“村民说事” 制度历经了持续稳健的长

期实践，逐渐形成了有事要商量、有事好商量、有
事多商量的文化氛围， 基层协商民主的意识在基
层支部落地开花，这一共同的价值观念使得“村民
说事”制度得到很好的理解与支持，促成了制度的
平稳运行。例如，自 2010年以来，定塘镇叶口山村
“村事民评”、茅洋乡李家弄村“村务会商”、泗洲头
镇墩岙村“民事村办”等经验做法相继产生。其二，
“村民说事”制度通过乡村治理共商共信，构建了
党群干群责任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从而重塑起了村民对乡村、乡土文化的归属感，这
一集体归属感的塑造能反过来奠定该制度发展过

程中的合法性基础。其三，由于分户承包和大量农
村劳动力外出流动等原因， 村庄共同体逐步分化
和涣散，“村民说事” 提供了一种公开公正环境下
村民直接参与村务治理的平台， 打造了村庄层面
的人心共同体， 重新凝聚起分化和涣散的村庄共
同体，使得乡村的政治秩序得到重构。其四，“村民
说事”制度是象山人民的首创，体现出象山百姓代
代相传的价值观和整体生活方式， 极大地唤回了
人们的乡土自信。没有仁义理智的人本传统，乐善
好施关心公共事务的村民，就不会有“村民说事”
制度的产生， 这样一种文化传统和自信会反过来
助推制度的优化和整合。
第二，中观层面。
权力的博弈与互动是变迁的动力机制。 围绕

稀缺资源而展开竞争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

构成了政治过程的核心要素， 这也是历史制度主
义的基本假设， 即强调在制度产生和运作过程中
权力的非对称性。农村社会情况较为复杂，多方之
间的博弈和互动，对具体的政治产出产生影响，提
供了制度演化“源源不绝“的动力。因此，可以用权
力的博弈与互动来解释制度自身的塑造问题。 乡
镇政府属于国家权力的末梢，拥有行政管理权，而
党支部和村委会则是村民自治中同时存在的两个

村级治理的政治组织， 分别拥有政治领导权和村
民自治权。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党支部、村委会、乡
镇政府以及村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动态调整的约

束关系，当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协调时，制度的正常
运行必受影响。

“村民说事”制度创立初期，农村政治和经济
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的村民权利意识觉醒，
逐渐打破传统的政治冷漠状态， 转而积极与基层
政府围绕资源分配展开各种利益博弈， 与基层政
权之间产生了种种张力， 双方都已意识到应通过
制度的建设来规范社会冲突。 及至“村民说事”制
度发展到中后期阶段， 由于需求日益多样化和复
杂化， 各个权力主体之间的冲突与博弈也进入了
新的阶段。 村民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对基层政权
和村治组织提出了更高要求， 同时随着改革的深
入，基层政权的性质与职能逐步转变，治理时可依
赖的权力资源减少， 不再是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
治理主体，治理能力逐渐虚化。又由于乡镇政府与
村党组织的权力与村民的自治权力之间没有贯通

性，在制度实际运行中产生了以下三类权力冲突：
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功能冲突、 村民
自治组织的政务与村务的角色冲突、 村党组织与
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权力冲突，輥輰訛导致群众参与程
度不高、民主决策不够到位、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
低、干群关系紧张、基层服务和政策落实不到位、
运行机制不够规范等新问题频发。甚至，除了上述
的公权力之外， 乡村的宗族权力为了维持自身的
权威，也频繁插手全村公共性事务，影响着乡村秩
序，乡村关系的调整迫在眉睫。 由此，为了有效化
解社会治理中新的利益冲突， 达成一种相对均衡
和稳定的合作秩序，制度变迁开始向着系统性、整
体性、科学性、协同性的方向迈进。
第三，微观层面。
有限理性个体的计算路径是变迁的基础。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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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制度主义采用计算的路径（calculus approach）
去分析制度变迁， 行动者在有限理性下不断追求
最大化利益， 他们基于各自的偏好而对制度做出
不同的解读， 行动主体只要预期能够获得利益或
避免损失， 就会选择遵循或改变甚至是创造新的
制度。本质上来说，制度是互动个体之间节约交易
成本的一种设置。輥輱訛“村民说事”制度的产生是基于
相关行为者的自愿共识，即“有意识的设计”，新制
度能有效地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 为行为者带来
合作的好处。 因此，受新制度获利机会的引诱，村
民与乡镇政府自发倡导、 组织和实现了制度的变
迁。 具体来说，自“十二五”以来，西周镇逐渐迈入
社会转型阶段，迎来发展的黄金期，城镇建设重点
项目纷纷落户，但同时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
题，由于土地征用、农村财务、集中安置、干部换届
管理等引起的矛盾层出不穷， 且农村社会阶层分
化日益明显，利益诉求日渐多元化。由于村民相对
分散且数量众多，个体在农村利益争夺中处于弱势
地位，权益受到损害、表达渠道不足、维权路途艰
难， 大多数人对现行制度和领导组织的不满日益
增加却无力改变现状，以至于出现非理性的行为。
为了减少自身损失，增强话语权和处事权，村民们
需要一个能解决集体困境的新制度。 对于政府层
面来说，此时的基层党组织相对软弱涣散，且基层
操作务实不够高效便捷， 存在运行机制不规范、重
权轻责思维惯性、回应效能低、服务不到位等诸多
问题。面对村民日益高涨的举报热情，大幅增加的
信访量，村干部往往疲于应对，正常工作的推进也
因此受到拖累，治理的成本大幅度提升。 因此，考
虑到治理的成本与效益、 晋升压力、 缓解干群关
系，需要对制度进行重新设计。 由此，基于村民和
政府的需要，一个程序性、规范性的协商讨论和利
益博弈平台被创造出来，“村民说事会”初具雏形。
行动者对制度的遵守是经过计算认为符合自

身利益的“结果性逻辑”，等到制度发展至中后期
阶段，由于情境的变化、行动者偏好的改变、信息
不对称、利益分配矛盾等，造成均衡状态被打破，
现有制度不能满足行动者从交易中获利的需要，
个体将通过制度的创新来提高收益水平。 “村民说
事”制度执行过程中的问题如群众参与度不足、管
理的缺位越位问题、“两委” 矛盾凸显、 选举 “乱
象”、村民代表会议难以召开、村务公开存在盲点、

自治权与行政权冲突以及制度本身的缺陷如形式

主义的制度和组织叠床架屋、 监管和问责机制不
健全等， 证明了单纯解决上访问题的说事平台已
不适应当前的发展，并且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新
的利益群体例如投资者、 农民合作组织、 社会团
体、农村精英阶层、下乡大学生等也加入了乡村治
理的舞台，农村社会的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和复杂。
单一的制度运行满足不了不同利益群体的复杂需

求，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一个系统化、集成化、精
细化的制度体系不可或缺。为了提高治理效率，夯
实基层治理组织基础，营造清廉的基层政治生态，
推进县域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政府成了制度改革
的主力军， 以政府命令和法律形式去强势引导和
实行制度改革，坚持制度变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
协同性， 打造共商共治共享的县域基层治理现代
化改革的“象山样本”。
个体在组织中的学习是变迁的重要性因素。

以诺斯等人为代表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解释制

度变迁的时候，着重关注了个体单位的学习活动，
专门指出了组织中的学习在制度变迁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輥輲訛学习活动可以产生新制度的构想，进而
成为解释制度变迁的起点。 竞争压力的存在将迫
使组织持续不断地在知识和技能方面进行投资、
更新以求生存； 这些知识和技能在被个人或组织
习得后，将促使他们形成对机会和选择的感知，进
而产生新制度的构想，并逐渐地改变原有制度。在
“村民说事”制度的变迁期间，多方主体进行了学
习活动去获取“养分”，具体来说，一是模仿的学
习，为了更好地优化和提升“村民说事“制度，走乡
村善治之路。象山县政府专门开展了关于“党建引
领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的主题教育案例，从桐
庐县的有关做法中获取经验， 探索如何走出一条
具有象山特色的绿色崛起和转型跨越之路。 同时
象山还专门联合省内乡村治理实践中成效比较明

显的桐乡、诸暨、武义等地，成立了乡村治理联盟，
及时共享乡村治理实践的创新做法， 推动互学互
鉴、互动融合，极大地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水平。 二
是加强理论研究的深度， 为制度的变革提供理论
指导。 象山充分发挥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实
践基地、 人民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科研基地
等作用，组建“两院一盟”，成立乡村治理研究院，
并定期组织开展论坛和其它学术活动， 切实提升

郎友兴 万 莼：乡村治理制度形成、演变与运行的机理———基于浙江省象山县“村民说事”制度的研究

74



浙江社会科学 2022年第 3期

村民说事的理论化水平。

三、“村民说事”制度
运行与维系的三个机制

一项治理制度是由多个机制共同作用来形成

与维系的，这不仅决定了制度的基本型构，也直接
影响了制度的绩效变化。 如果将机制理解为一套
自然生成或人工设置的装置合乎原理地依次发生

作用的系统，輥輳訛那么“村民说事”制度变迁的背后就
是多个机制在发挥作用， 其中比较关键的三个机
制可以描述为国家的统筹与扶持机制、 自发性创
新机制与农村（社区）的配合机制。 笔者认为这些
机制背后的推动力来源于政府（公权力）与村民
（民权）之间的张力，具体来说，在村级治理中党支
部、村委会、乡镇政府以及村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
动态调整的约束关系， 它们之间的关系变化会影
响制度的正常运行和改革路径。
国家的统筹与扶持机制。 国家将对农村治理

的基本要求与期望贯穿到治理制度中， 希望通过
各项措施来实现国家的治理逻辑和意图。 统筹主
要是指基本的政策环境和其他强制性的诉求，扶
持是为了配合和推广试点地区的改革举措， 这一
机制更多地带有强制性变迁的色彩。 地方政府在
前期的试点工作中通常处于观望状态， 一旦制度
运行有效且取得优异成效， 会加大力度投入力量
去维护该制度的运行与推广， 如果制度的发展呈
现僵滞状态， 政府则会利用自己的公权力和资源
优势，进行大范围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以期维护制
度的良好发展。就“村民说事”制度而言，为了化解
信访矛盾、推进项目建设，象山政府在制度形成的
前期主要起到牵头和扶持作用。 制度执行初有成
效，地方政府也随之意识到了该制度的重要性，主
动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和政策支持。 及至发展
的中后期，由于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转变、政
策的导向和农村治理的多重难题， 象山政府为了
破解困局，开启乡村治理新格局，以政府命令和法
律形式来强势引导和实行改革， 全面提升治理成
效。在整合乡村优势资源的基础上，主动牵头进行
系统化、集成化、精细化的改革，通过打造“村民说
事”制度的 2.0、3.0 版本，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
理效能，增强发展的动力与活力。
自发性创新机制。 这一机制发挥作用的来源

是行为主体的自发创新能力。在村级治理中，为了
有效地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带来合作的好处，出
于村民、 现代乡贤及其组织等相关行为者的自愿
共识，行动者们会有意识地主动寻求制度的“自主
设计”。 就地方政府和基层组织来说，基层操作实
务不够高效便捷，存在重权轻责思维惯性、回应效
能低、服务不到位等诸多问题，基层治理陷“高成
本陷阱”，需要发展灵活有效的治理举措来降低行
政成本和基层组织压力。由此，基于多方行为主体
的需要，“村民说事会” 这个协商议事平台被创造
出来。随着制度的发展，新的运行问题与现行制度
中的薄弱环节逐渐暴露，阻碍了制度的良好运行。
与此同时， 新的利益群体如投资者、 农民合作组
织、社会团体、农村精英阶层、下乡大学生等加入
了农村治理舞台， 这些新利益群体在社区治理和
建设中发挥出各具特点的功能与价值，也在公共服
务提供方面对基层政权和村治组织提出了更高要

求。 显然单一的制度满足不了不同利益群体的复
杂需求，为了打破制度运行的僵滞状态，行为主体
们互相合作，谋求制度的改革来满足自己的需求。
农村（社区）的配合机制。 这一机制发挥作用

的前提是国家为了更好地传达治理意图， 减少不
必要的行政成本和资源浪费，对农村（社区）不进
行过于严密的组织管理， 留给其一些自行处理的
空间。村民、社会组织、乡贤等行为主体，对于宏观
形势的变化，应对能力相对较弱，出于自身利益的
需要，会主动地与政府配合，或是自行维持现有制
度运行，或是积极参与制度的改革。 “村民说事”制
度有效提供了诉求表达的新渠道， 群众的参与热
情高涨，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信访转向信法”，数据
显示仅 2018 年全县镇村三级商议解决村民说事
类事件就有 8963 件，开展“主题说事”3000 余次，
参与村民 4 万余人次、新乡贤 1200 余人次，而且
同年象山全县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800 余起， 全县
农村信访量下降 28％。 这一套制度化的公共参与
途径，凝练和培育了村民的民主意识，增进了村民
的政治认同，也提升了乡村治理的民主化程度。

结 语

农村治理制度运行的背后是国家的统筹与扶

持机制、自发性创新机制与农村（社区）的配合机
制，这三种机制并存，决定了制度的运行方向、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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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特征以及改革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村民
说事”制度的演变过程而言，在制度形成的前期，
相较于国家的统筹与扶持机制， 自发性创新机制
发挥的作用显著，而在制度发展的中后期，国家的
统筹与扶持机制更为强势地起到引导作用。 由于
基层治理的自主空间存在，虽然农村（社区）配合
机制的作用比较弱隐，但是贯穿于制度变迁的全过
程，帮助制度的改革平稳过渡，起到稳定和支撑作
用。 “村民说事”证明了制度变迁要想取得较好的
成效，三种机制缺一不可，需要长期互相配合，以
便顺利地进行综合配套的制度建设，而且在自发性
创新机制与国家的统筹与扶持机制的运用过程中

需要把握好尺度，不然容易走入改革创新的误区。
事实上， 这些机制是所有社区关系和规则的

体现， 机制背后的推动力主要来源于公权力 （官
治）与民权（民治）之间的张力，本质上是行为主体
间为了资源博弈而产生的张力， 进而影响制度的
发展状态与内在机理。 基层党组织、乡镇政府、村
委会、村民、乡贤、社会组织等行为主体之间的关
系是一种动态调整的约束关系，就象山案例而言，
村民等行为主体的权利意识觉醒， 逐渐打破传统
的政治冷漠状态， 转而积极与地区政府和基层组
织围绕资源分配展开各种利益博弈， 与基层政权
之间产生了种种张力， 从而影响了制度的形成与
运行。 象山这一案例也证明了只有一种良性的动
态调整的权力关系才有助于建构良好的基层社会

秩序，保持制度的生命力，实现政党、国家与社会
之间的良性互动。
在“村民说事”制度发展的中后期，政府的理

性设计显然较好地引导了制度的有序发展， 通过
改革措施的配套衔接形成了有序运转的乡村治理

体系：一是横向上将“村规民约”、“小微权利”、“平
安象山”、“信用象山”等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不同领域的制度进行有效衔接和相互支撑，共
同构成这一民主协商平台的基石。 二是纵向上实
现不同行政层级（政策制度执行机关）之间的有序
联结，完善“村民说事”流程图和相关机构规章制
度，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实现标准化操作、规范
化运行。三是平面上实现制度规划、执行和反馈机
制之间的有机链接。在时间维度上做好问题识别、
协商谈论、执行产出、干部评议之间的前后相继和
反馈影响关系。这样的经验也表明，制度改革存在

系统配套的问题， 到了依靠系统集成来破题的时
候了。 輥輴訛在村级治理中，制度化创新的可能性路径
在于改革要注重制度的系统配套问题， 实现制度
体系的有机整合，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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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lighting Constitution and Respecting Legislation
———Judicial Technology to Avoid Constitutional Judgment and Its Jurisprudence

Liu Yi
（Law School，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Our Country’s current constitutional review is mainly aimed at abstract constitutional control
of the legislative process.With the development of judicial technology to avoid constitutional judgement， it
can acquire a kind of practical vitality.Broadly speaking， avoidance of constitutional judgment includes
avoiding constitutional judgment through legal judgment and avoiding unconstitutional judgment. The latter
has two types， namely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or similar deformation judgment technology） and modern
avoidance.The jurisprudence of these avoiding techniques can be explained from the strategic balance be-
tween the court’s two mission orientations of highlighting constitution and respecting legislation.

The existing judicial practice in our country mainly has two defects： first， the lack of awareness of the
method of avoidance of constitutional judgment through legal judgment， which leads to the pan-constitution-
alization of judicial reasoning； Second， when courts respect legislation， they are not sufficiently concerned
about the value of the constitution.In order to resolve this kind of polarization deviation， we should establish
a local balance standard that highlights the constitution and respects the legislation， an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ystem funct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to carry out multi-oriented constitutional dialogue.

Key words： avoidance of constitutional judgement； avoidance of unconstitutional judgement； variation-
al types of decisions； highlighting constitutional； respecting legislation

Practicing Status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Lawyers’ Evidence Collection by Investigation Order
———Empirical Study with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Hu Ming， Zhao Qinghang
（Guanghua Law School，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08）

Abstract： The difficulty for lawyers to obtain evidence has always been a prominent problem that
plagues judicial practice in civil litigation. The paper takes the judicial documents and interviews of lawyers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samples， and conduct an empirical study on lawyers’ evidence collection methods，
in order to reveal the practical status of evidence obtaining. Empirical analyses illustrate two traditional legal
evidence collection methods， collecting evidence by lawyers themselves and by applying to court， are not ef-
fective， while the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order can otherwise meet actual demand and show practical results
after having been promoted over 20 years in some regions. However， the investigation order system has prob-
lems such as lack of legal basis and geographical limitations， which often hinders lawyers from obtaining ev-
idence with the order. The cooperation pattern of litigation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investiga-
tion order system， and can satisfy the urgent need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investigation order rule system.
Accordingly， it can appropriately broaden the lawyers’ channels to find evidence， help the court to solve
fact issues more accurately and comprehensively， and promote justice of judicial system.

Key words： lawyers’ self- collection of evidence； application to court for collecting evidence； evi-
dence collection by investigation order； the cooperation pattern of litigation

The Formation， Evolu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Research on the System of “Villagers’ Talking About Rural Affairs”

in Xiangshan， Zhejiang Province
Lang Youxing， Wan Chu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Abstract： After more than ten years of exploration， Xiangshan has gradually formed and improved a

“Villagers’ Talking About Rural Affairs “ system that organizes and mobilizes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and supervision of village affairs. This system mainly includes economic de-
velopment， village construction，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organiza-
tions， which has been proved to be a more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 model and provides reference experi-
en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This system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decentralized construc-
tion， systematic system optimization and integrated promotion.This paper uses an integrated institutional the-
oretical framework to analyze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system’s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n this basis， it also
discusses three mechanisms for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is system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 “Villagers’ Talking About Rural Affairs”； rur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Xiang-
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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